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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1 
 

石  硕2 

 

摘要：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区域。在这样的区域中，不同民族间的

交往、接触呈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指出，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在民

族交往中有两个突出特点：1，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2，文化上普遍持包容态度，

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章对这些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讨论，认为

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这些特点，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

义。 

关键词：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文化包容 

 

藏彝走廊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

区域，在地理学上亦称作“横断山脉地区”。3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

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

谷通道，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

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 

藏彝走廊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接触与交融密切，故其民族文化现象呈现了异常

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具有突出多样性、独特性的

区域中，不同民族及民族支系人群之间的交往呈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和特点？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且

颇具价值的问题。此问题中，也蕴含了诸多人类学内涵。本文拟以藏彝走廊为例，初步窥视和探

讨一下在一个民族及民族支系众多的区域中，不同民族及不同支系的人群之间是如何相处和交

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看待“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以及藏彝走廊的多民族交往对我

们理解民族、文化及信仰差异的人群之间的和谐共居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一、 

 

20 世纪 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反思过去 30年我国民族研究发展历程时，提出一个重要观

点，主张打破过去按照行政区划及单一民族单元进行民族研究的格局，强调对民族间相互联系的

研究。在此基础上，费老提出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的观点。什么是“历史

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正是费老提出的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4。 

有关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费老在 2004 年 10 月 27 日写给在成都召开的“‘藏彝走廊’

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作了这样的阐释： 

                                                        
1 文章刊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 年第 10 期。 
2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

所长。主要研究领域：藏族史、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 
3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第 403-405

页。 
4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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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

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

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1 

费老在信中进一步指出： 

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

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

识。2 

费老这两段论述，充分揭示了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换言之，在民族走廊地区，我们要认识的不

是民族之间的区隔与界线，而是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或许

也是民族走廊在民族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对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分布状况，李绍明先生曾作如下概述： 

 这片区域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

尼、景颇、拉祜、基诺等民族，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亦称之为“藏彝走廊”，

此六条江的下游还有壮侗族的傣族和苖瑶语族的苗族乃至孟高棉语族的一些民族，但不占多

数。“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要

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3 

除民族种类众多外，使藏彝走廊中民族格局进一步趋向复杂的，是在民族之下存在众多支系。

如藏彝走廊中藏族的人群支系就分别有嘉绒、白马、扎巴、贵琼、木雅、尔苏、多须、里汝、史

兴、纳木依等，这些人群支系不少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当地俗称“地角话”，其人口多则

数万或数十万人，少则数千人。4又如，在藏彝走廊南部川、滇、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和雅砻江

下游地带，以纳西族为主干的人群系统则包括了自称“纳喜”、“纳”、“纳日”、“纳罕”、“纳恒”、

“纳木依”等众多人群支系，其最大特色是均以“纳”为基本族称，且彼此在语言上有明显的相

通性，在文化上也存在诸多共同点，故近年被学者统称为“纳系民族”。5  

由于藏彝走廊中民族种类众多、人群支系复杂，为更好和更全面地把握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

的整体面貌，笔者曾尝试按照各民族的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等四个因素，把藏彝走

廊划分成为七个大的文化区，它们分别是：1.羌（尔玛）文化区；2.嘉绒文化区；3.康巴文化区；

4.彝文化区；5.纳系文化区；6.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7.滇西怒江

－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6 

以上事实，均足以说明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复杂性。那么，在一个民族及民族支系如

此众多、复杂，文化如此多样的区域中，民族之间是如何交往和发生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又是

                                                        
1 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第 2 页。 
2 同上。 
3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 页。 
4
 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载《中国藏学》1988 年第 3 期。孙宏开：《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及语言学研

讨会述评》，《当代语言学》2000 年第 6 期 
5 木仕华：《谁是 MOSO(摩沙)？——论古摩沙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载《思想战线》2010

年第 5 期。 
6
 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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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相互影响和渗透的？ 

  

二、 

 

据笔者长期观察与研究，藏彝走廊中各个民族及民族支系，在相互交往过程及处置民族关系

时，大抵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民族，主观上有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的特点。 

在藏彝走廊中，由于民族与民族支系众多，民族分布又相互毗邻、犬牙交错，所以，民族及

各支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接触与合作极为频繁、紧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实际上往往采取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做法，这就是淡化和模糊民族的界

线。换言之，他们在日常生活层面，其头脑中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界线均相对模糊和淡薄。以处于

大渡河流域的康定城为例，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明、清以来茶叶由四川雅安输送到藏区的重

要贸易中心，也是汉、藏民族混居共处的一座著名边城。我认识一些长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汉

族朋友，他们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习惯。汉族女士们也大多有 1~2 套藏装，每逢藏历年或其

他藏族节日盛典活动，他们都会穿上藏装参与其中。当地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大佛事活动以及转山

会等，他们也都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积极喜庆地参与。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最

初见到这种情形我曾暗自好奇，并小心翼翼地问过他们，让我羞愧的是，他们对我的问题反倒有

些诧异，说：“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后来，去康定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我发现其实康定的

藏族人也都如此，他们也过春节、过中秋节、挂春联，平时穿汉装，按汉人的习惯做事。其实，

在康定这种汉、藏民族长期共居的边城，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明确的民族界限，而且，他们

的头脑中也很少有“汉族”、“藏族”这样的观念和界线，与民族身份相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康

定人”这样的身份和称呼，他们的话语中，常常是“我们康定人”，“你们成都人”等等。也就是

说，在康定人心目中，康定的地域观念及认同明显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与界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的原因。凡土生土长的康定人，相当一部分藏族

人和汉族人其祖上以及祖辈或父辈中，大都或多或少存在汉、藏联姻通婚的情况。尤其是清代以

来，由于大量茶叶商人及汉人移民进入康定，时间一久，他们逐渐在当地落藉，加之与当地藏人

通婚，有相当一部分即变成了今天当地的藏族。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造成了要严格分清谁是汉

族，谁是藏族，是一件颇为困难和麻烦之事，事实上也完全无此必要。二是现实的原因。在康定

城内，汉族和藏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往来极为密切，从单位同事，到同学圈、朋友圈、亲戚圈，汉、

藏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就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且汉、藏文化渗透、交融也同

样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随时随地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

不但麻烦累赘，更重要的是会在行事过程中凭添阻力和困扰。所以康定的朋友调侃我说，“老想

分谁是什么民族，只有你们这些外面来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这样想。”这话让我感到有些羞愧，

同时也让我反思和感悟。“民族”真有那么重要吗？面对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康定人所选择的

这种主观上“不分民族”的态度，可能恰恰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智慧。 

（二）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在文化上普遍持包容态度，形成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因是由于藏彝走廊中生活的民族主观上具有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的特点，这带来了

一个总体的趋势，即使不同民族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成为藏彝走廊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藏彝走廊中，凡是汉、藏民族杂糅及密切交往的地区，如康定、巴塘等地，汉、藏文化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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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点就极为突出和浓厚。这正如出生于康巴地区的藏族学者格勒先生所言：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

节，也过汉族中秋节；即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

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汉装、西装；既相信山神、信仰来世，又相信市场，信仰金钱；

既崇拜大慈大悲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情形在藏彝走廊中相当普遍。例如，地处岷江上游的松潘地区，是农耕

与游牧的一个结合部，历史上也是西路边茶销藏的一个传统商贸中心，同时也是西北甘青地区南

下四川的交通咽喉。在松潘一带，主要分布有汉、藏、回三个民族。由于当地有黄龙风景区，又

是九黄机场所在地，旅游业发展迅猛，汉、藏、回三个民族不可避免地在旅游产业链上存在紧密

的联系与合作，所以，三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融、渗透的趋势也日渐突出。如，当地的汉

族和回族的民众一般都会参加藏族祭祀山神和转山的活动。为了让消费人群更广，当地近年出现

了不少开办在野外的集餐饮、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清真“藏家乐”，这种清真“藏家乐”大多是

藏族人与回族人合作开办。这是把藏族传统的“耍坝子”与回族的清真饮食结合。这种清真“藏

家乐”，因藏、回、汉三个民族均能接纳且能广泛吸纳游客，所以生意极好。此外，当地藏人开

餐馆，一般往往会请汉族人和回族人来担任厨师，因为他们做菜的风格和口味更能为游客所接受。

此外，因当地为旅游胜地，过去酒驾十分严重，为此当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在此情况下，当

地藏族、汉族年轻人聚会时，为了管住喝酒，避免酒驾，也常常有意到回族人开的清真餐馆去聚

餐。又如，在藏、汉、彝三个民族几乎各占三分之一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民族之间在文化

上的相互渗透十分突出。县城里的人，不论是何民族，其早餐喝酥油茶、中餐吃坨坨肉（彝族食

品）、晚餐吃火锅的情况均十分普遍。民族文化最普遍的交流往往是从吃开始的。生活在藏彝走

廊中的人们，无论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并不太介意这些文化因素具体属于哪一个

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欢，就常常为我所用，而绝不刻意固守自己的文化。 

在藏彝走廊中，自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之间这种文化上的“借用”和“拿来”是一个很普遍

的现象。例如，自清代以来，因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在藏彝走廊北部特别是汉人聚居较多的地方

兴建了不少关帝庙，而这些关帝庙不仅汉人拜，藏人也拜，而且在藏人把关帝庙叫做“格色拉康”

（“格色”即指藏人崇拜的“格萨尔”，“拉康”指神殿），在藏人眼中，关帝庙即是“格萨尔庙”，

而且藏人多认为关帝庙很灵验，故敬拜者踊跃。又如，清代民国时期，康定城中汉人眼中的“郭

达将军庙”，原是当地藏人祭祀山神葛达的“葛达山神庙”，汉人根据“葛达”之名，建构出诸葛

亮时代派往当地造箭的所谓“郭达将军”，又进一步把“葛达山神庙”变为所谓“郭达将军庙”，

如此一来，该庙即成为康定城中汉、藏共同信仰和祭拜的场所。民国时曾任康定第一完全小学校

长的黄启勋回忆道： 

我幼小时所见庙中主持，常年是一个老喇嘛，加之郭达神像着藏式服装、骑山羊，与喇

嘛称之为骑羊护法神的‘当钦’酷似一人，这以汉式庙宇，塑藏式菩萨，汉藏民族共敬一人，

恐怕也是打箭炉为藏汉杂居之地，宗教感情融通的地方特点的反映。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趋势，人们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不同民族在信仰上

的共祀现象也日益突出。前不久，笔者到云南大理洱源县郑家庄考察，这个村庄居住着汉、白、

                                                        
1 格勒：《论康巴人与康巴文化的特点》，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6 页。 

2 黄启勋：《郭达随笔》，《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康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

委员会编印，1989 年，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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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傣、纳西、傈僳、彝 7 个民族，但村子里只有一座原白族的本主庙。后来本主庙经过调整、

改造，庙里除供奉白族崇拜的本主外，同时也添加了观音菩萨等不同的神像，以满足其他民族的

宗教信仰需要，于是，这座本主庙就成为全村庄 7 个民族共同表达信仰的场所。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众多、相互共居且彼此交往密切的藏彝走廊区域，人们经

过长期摸索与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一套民族之间进行交往接触的经验。这种经验，从很大

程度上成为藏彝走廊中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和谐共居的“秘诀”。 

毫无疑问，历史上藏彝走廊的各民族之间亦曾频频发生冲突与战事。如岷江上游地区羌族的

“羌戈大战”记忆和传说，可以说明，在羌族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之前，当地曾居住着戈人，羌人

进入后，与“戈人”发生冲突和战争，戈人在战争中战败，迁往了更高寒的地方，羌人才在岷江

上游地区定居下来。又如，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曾以武力大幅度向北扩张，占据了巴塘、芒康等大

片藏族地区，并在当地建立过自己的统治。此外，藏彝走廊地区民族之间的抢劫与掠夺也经常发

生。可能正是在民族间的长期冲突与对抗中，人们才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的宝

贵经验。 

总体来说，藏彝走廊各民族所遵循的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相处之道”，大体有这样几点： 

1. 由于民族间交往密切，往往难分彼此，所以日常生活中人们本能地遵循的主观原则，就

是“不分民族”。这样不但彼此都感到轻松、自在，也大大降低和减弱了民族交往的隔阂与阻力。

且长此以往，不但会达成民族间的心心相通，相互依存，而且也会营造出和睦友善、互惠共赢的

民族合作氛围，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 

2. 在文化上持开放包容态度，并不狭隘与刻意固守本民族的文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

度，不但使得藏彝走廊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开展密切的合作成为可能，而且也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合

作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在合作中，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既是合作的需要与结果，

又为进一步的合作拓展了新的空间。事实上，民族之间的合作总是为民族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例如，前面提到的云南大理源县郑家庄，该村庄因在 20 世纪 50 年代接纳了从迪庆州迁来 8 户

藏族人家，到改革开放初期，这 8 户藏族家庭的后代就率先带领村里的一批年轻人开始从事藏区

与内地之间的药材生意。于是，村里的一部分人最早因做药材生意致富，也为全村的发展积累了

第一桶金。藏彝走廊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跨民族、跨文化的合作，往往会给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而跨民族、跨文化的合作，又与合作双方是否持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密切相

关。而我们在藏彝走廊中恰恰看到人们普遍持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这在当今时代无疑给我们

如何对待不同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地区，尽管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突出，但人们在相互交往、

接触时，却并不去刻意强调“异”，而是主观上本能和下意识地去“求同”、“求和”。这一点，对

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无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这也是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接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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